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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传统反垄断经济理论和监管体系已经难以适用于数字平台企业,且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数字平

台经济领域中呈现出许多新特征,这就要求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研究要回归到市场力量这一核心问题

上。 本文认为与传统市场力量相比,数字平台企业围绕数据资源而形成的市场力量是其特殊性的根源所在,并且

这种市场力量可以分为斯蒂格勒式和贝恩式两种形式,分别对应于对自身价格的直接控制能力和实质性提高竞争

对手成本的能力。 对这两种市场力量的区分,有助于探究传统反垄断监管体系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适用不足的原

因,并进一步明晰当前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思路,推动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相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数字

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数字平台企业　 市场力量　 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贝恩式市场力量　 反垄断监管

　 　 中图分类号:F49;F123. 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5-0021-15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数字平台企业纷纷涌现,一些

传统企业也积极地进行数字平台建设。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数字平台经济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循环各环节的有效衔接,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在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如
何以数字平台企业的竞争活力发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对优化要素配置的积极作用,都是中国对数字平

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监管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数字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平台企业所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

于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基本呈加强之势。 然而,继续沿用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思路不仅会导致监管失效,还
会阻碍数字平台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平台企业虽然是数字平台经济的典型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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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但与传统企业已经存在本质区别。 同时,当前的数字平台经济不仅有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主导的生态

圈的急剧扩张,也有中小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大量涌现,且存在乱象频发的问题。 基于此,数字平台企业有着

怎样的市场力量、传统反垄断监管思路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有哪些不足之处、如何基于数字平台企业的市

场力量特征实施反垄断监管等将是本文探究的核心问题。

　 　 二、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聚焦市场力量的基本逻辑

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面临着证明和衡量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难题,而面对数字平台经济

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也有了新变化,这就要求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需要将研

究重点回归于市场力量这一概念的内涵特征上。

　 　 (一)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困境是难以界定市场和有效衡量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是当代反垄断法制度体系建立的基础[1] 。 它不仅是反垄断分析的核心,还时常充当“过滤器”

的作用[2] ,即大多数反垄断规则均要求原告先证明被告拥有市场力量,之后才会评估被告被指控的行为所

产生的竞争后果。
传统反垄断主要通过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分析来衡量市场力量。 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市场界定是第

一步,但由于存在技术上的难度,这也是反垄断分析需要突破的第一道重要关卡[3] 。 接下来是分析被告企

业在界定后的市场中的份额,然后结合其他结构性要素来证明被告的市场力量[4] 。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批评用这些间接的、结构性的方法来证明市场力量的行为,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不合逻辑,还误导了实

践。 学者们在合并案件中质疑市场界定[5] ,认为应重新审视以传统市场界定为基础的反垄断分析体系[6] ,
并认为用市场份额证明市场力量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做到真正从市场力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给现有的理论

分析增添了更多的模糊性和误导性[7] 。
这些问题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暴露得更为彻底。 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之后的第一个

经过事实审理并得出判决的“百度案”,还是后续的奇虎 360 与腾讯之间的“3Q”大战,以及其他类似案件,往
往会在相关市场界定和后续判决上产生矛盾或难以自洽。 因此,除相关市场界定外,还应进一步认识到即

便界定了相关市场,也并不能作为后续判断数字平台企业市场份额的依据。 事实上,数字平台企业提供的

产品与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即数字平台企业面对的不再是正向的且递增的边

际生产成本。 这意味着一个数字平台企业单纯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并不会产生工业经济时代下扩

张市场份额所带来的阻碍甚至是扼杀其他企业的市场效果,其他企业同样可以在零边际成本下提高自身产

品和服务供给,甚至同类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都不具有强替代性。 由此可见,仅看最终的市场份额大小、市场

集中度高低对于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 同时,在数字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先强

调市场结构的考察再进行反垄断治理会存在监管滞后的风险。
如果不考虑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分析,而是用一些直接方法来证明市场力量,同样充满着诸多挑战[4] 。

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是测算市场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利用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幅度将市场力量量

化,暗含着用来衡量市场力量的基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但这与现实差距甚远。 此外,对于数字平台企

业而言,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定价结构也具有倾斜性,成本和价格都存在特殊性,这使得数字平台企业的市

场力量在价格上的表现并不直接,因此勒纳指数的适用性降低。
综上,目前这些证明或衡量市场力量的方法在平台经济领域陷入了更明显的适用困境,而这种现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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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深层原因是未能真正做到从市场力量的角度出发来指导实践。 纵观反垄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史,无
论是早期将垄断的市场结构作为万恶之源,还是后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反垄断的落脚点放置于企业具体

行为的实施上,都离不开对市场力量的理解:行为视角的判断不仅改变了将市场结构视为市场力量来源的

静态标准,还将市场力量的具备和滥用两种状态进行了区分,从而奠定了反垄断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具备市

场力量不违法、滥用才违法。 当前针对数字平台企业,思考对其反垄断的思想基础是否需要转变以及如何

转变,都有必要回到对市场力量这一本质问题的剖析上。

　 　 (二)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的新特征

竞争、效率、消费者福利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三种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整体上趋于一致,且
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8] 。 对于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而言,这表现为通过维护可竞争性,推动数字平台

企业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升消费者福利。 为了更好地规范数字平台企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把握住反垄

断法价值目标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的新特征。 基于此,对于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应先聚焦对数字平

台企业市场力量的本质研究。 具体分析思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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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垄断法价值目标新特征下聚焦市场力量分析的思路

1. 竞争

当前反垄断中强调的竞争更侧重于可竞争性[9] ,即在外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下,在位企业同样无法

获得超额利润[10] 。 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同样如此,打破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并不是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

目标,因为抑制数字平台经济本质属性的强监管,在某种程度上会严重阻碍数字平台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

一般双(多)边市场都存在多层次竞争的问题,而对数字平台企业更需要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数据要素

的影响下,数字平台企业利用多种隐蔽、复杂、迷惑性强的手段影响各个层次的可竞争性,面临的有效市场

约束力较小,因此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不可忽视多层次可竞争性的实现。 首先,数字平台企业在特定

单个市场的可竞争性。 这种平台与平台的可竞争性,即通常意义下相关市场内的有效竞争关系,需要各企

业能够受到市场竞争的有效约束。 其次,数字平台企业跨市场的可竞争性。 事实上,无论是否为数字平台

企业,只要具备双(多)边市场属性的企业都具有跨界经营的内在成立逻辑。 通过广泛涉猎多个领域、打造

平台生态系统,可以进一步降低用户在相关市场间的转换成本,从而牢牢把握原有用户基础,并通过规模的

扩大吸引更多用户,进一步实现自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总之,数字平台企业通过不断扩张业务边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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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众多领域,逐渐形成平台生态圈,由此产生了复杂竞争。 这一层次的可竞争性意味着平台生态圈内部及

平台生态圈之间都能处于有效的竞争环境之中。 最后,平台内经营者的可竞争性。 数字平台企业普遍具有

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双重身份。 在拥有其他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优势下,数字平台企业很大程度

上威胁着其他平台内经营者的可竞争性。 总之,在追求多层次可竞争性的要求下,对于数字平台企业市场

力量的考察要更加全面和广泛,应将多层次竞争及各层次间的关系都纳入考虑范围内。
2. 效率

反垄断法价值目标中强调的经济效率通常包括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两种[11] 。 一般传统反垄断法价值

目标主要考虑静态效率,本质上是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而动态效率强调的是在产品和

工艺创新的动态竞争中提高生产率,但促进动态竞争很可能在短期内难以达到反垄断所期望的低价,比如

虽然仿制药可能会降低现有药物的价格,但要想加快新药的开发就必须禁止其出现[12]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反垄断对动态效率越发重视,如 2022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获得通过,修
订后第一条反垄断价值目标中增加了“鼓励创新”的表述。 数字平台企业本身便代表着静态效率的实现,为
供需双方创造了一种专业的市场环境,提供了一种帮助搜索、匹配、交易和支付的方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高了交易效率[13-14] ,并且在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中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特点。 此外,数字平台企业的

出现也带来了极高的动态效率,大大增强了新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但需重点关注的是在位数字平台企业

的动态效率能否进一步提升,即是否带来了更多的创新。
3. 消费者福利

传统反垄断法价值目标中强调的是消费者的经济福利,并且主要以价格为中心衡量福利大小,然而这

已经远远不能够涵盖在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下消费者福利内涵的范畴之中。 数字平台企业普遍对

消费者收费不高甚至提供免费产品或服务,但这并不代表不损害消费者非价格因素的长期福利,比如产品

或服务质量提升、消费选择范围扩大等。 判断消费者福利时如果只将眼光局限于当前消费者面临的产品或

服务的价格,忽略背后数字平台企业对消费者整体性福利的损害是不可取的。 此外,在数字平台企业反垄

断监管中,消费者的非经济福利必须得到重视。 数据作为数字平台企业的关键生产要素,来源于用户在平

台进行交易等活动时产生的信息。 在个人隐私数据的采集、使用等状况对用户自身而言并不明晰时,大数

据可能成为数字平台企业垄断的工具[15] 。 如果不使用拓展的消费者福利标准,可能会产生反垄断消费者福

利悖论,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减少整体性福利[16] 。
综上,以内涵拓展后的消费者福利作为核心价值目标时,必须全面考虑数字平台企业对消费者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与多层次竞争中均存在的市场力量密切相关。 数字平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对消费者具

有直接和短期影响,而间接和长期影响主要包括动态竞争下,数字平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平台内其他

经营者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水平与未来可提供消费者选择的种类、范围等。 此外,数字平台企业对于

消费者的控制力也需要进一步考察,比如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带来的转换成本大小等,以及需要引起高度重

视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三、文献综述

在反垄断分析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司法机构都认为市场力量至关重要,并首先对市场力量进行确

认,但随后在涉嫌反竞争行为的分析中又基本予以忽略,以至于很多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解决[7] ,造
成如前所述的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困境。 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具有哪些特殊性? 市场力量是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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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度之分还是有形式区别? 要适应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的新变化、开拓数字平台企业

反垄断监管思路,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一)市场力量的概念和形式

尽管市场力量在反垄断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含义尚不明确[17] 。 经济学理论中,对于市场力量的定义

较为简单,即企业高于竞争水平(即高于边际成本)定价并从中获利的能力[18] 。 虽然可以将市场力量划分

成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两种形式,具体用垄断势力描述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且利润超过竞争水平的情形、用
市场势力描述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但只能赚取竞争利润的情形,但通常情况下,只要一家企业能把价格定得

高于边际成本而不亏损就具有垄断势力或市场势力,这就是未明确区分市场力量的类型并交换使用这两个

概念造成的混淆[19] 。 因此,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过多地剖析市场力量的内部,即并未充分研究市场力

量的不同形式。 然而,这样很难带来更多的法律指导意义。
虽然经济学理论中对细化市场力量概念的研究并不丰富,但现实中的反垄断实践对深入区分市场力量

提出了迫切要求。 最简单的是从市场力量的强度进行区分。 出于反垄断目的的市场力量,应该是指企业能

够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将价格维持在远高于竞争水平之上,从而赚取超常经济利润的情形[20] ,而垄断势力

是高度的市场力量[21]或相当程度的市场力量[22] 。 这些表述均表明,显著的市场力量才是反垄断要关注的

焦点。 此外,对于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的界定,还包括将市场势力定义为将价格定到高于竞争性市场价格

的能力,以及将垄断势力定义为控制价格或排除竞争的力量[23] 。
那么,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应该如何界定? 是否需要把市场力量分成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 面对法律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困惑,学界通常认为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概念———均是最终会损

害消费者福利的市场力量[24] 。 然而,困惑的重点不在于对这两种类型贴上标签;相反,更应该关注实现市场

力量的方式究竟是斯蒂格勒式还是贝恩式。 前者指的是企业控制价格的市场力量,后者指的是企业排斥竞

争的力量,两者互相促进,但均不是对方存在的必要条件[24] ,具体如表 1 所示。 贝恩式市场力量是基于部分

学者提出的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25] ,这是反垄断法对于排他性策略长期规制的经验总结,目的是从更为

本质的层面去理解这类竞争行为的危害[26] 。 此外,在这样的区分之下,前述所讨论的企业不论是能够持续

定价远高于竞争水平,还是只能在短时间内定价略高于竞争水平,这样不同强度的市场力量在性质上是一

样的,都属于斯蒂格勒式。

表 1　 市场力量的两种形式

市场力量的形式 又名 主要含义 主要方式
是否适用于垄断行为的实施以

市场力量为前提的价值判断

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经典市场力量 控制价格的市场力量 限制自己的产出,从而直接提

高或 维 持 价 格 在 竞 争 水 平

之上

是

贝恩式市场力量 排他性市场力量 排除竞争的市场力量 实质性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
从而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出,防
止价格下降到较低的竞争水平

否(产生于实施排斥竞争行为

的同时,不能独立于对被告行

为的分析而提前进行市场力

量是否存在的门槛调查)

　 　 之后,也有学者依旧用市场势力和垄断势力来区分市场力量,具体是用垄断势力指代通过采取非市场

调节方式限制竞争从而获得市场控制权的情形,用市场势力指代那些通过采取差异化产品的竞争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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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市场控制力的情形[27] 。 然而,区分的依据同样是市场力量获得的形式,不同的是没有从提高价格

还是排斥竞争对手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市场控制行为是否反市场、是否外生为判断标准,进一步将市场力量

的作用范围扩大到了价格、产量之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市场力量的内涵。

　 　 (二)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研究现状

对于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试图通过重新界定新的相关概念来适应数字平台企业

反垄断监管的新特征。 平台势力是近年来被多次提及的概念,用以泛指数字平台企业对用户产生的影响

力[28] 。 科恩(Cohen,2016)将平台势力界定为:借助技术协议,连接起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市场或者限制市场

参与的力量[29] 。 范迪克等(van
 

Dijck
 

et
 

al.,2019)建议通过扩展消费者、企业和市场的概念来界定平台势力,
以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完整的平台生态系统和社会基础设施[30] 。 郭渐强和陈荣昌(2019)以网络平台

权力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具有规则制定、数据控制、行为管制、争议处置等表现形态[31] 。 唐要家和唐春晖

(2022)提出平台垄断势力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绝对垄断势力、相对垄断势力和生态垄断势力[32] 。
这些都代表着传统市场力量的概念已经无法更好地适用于数字平台经济领域,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需要在

数字时代背景下综合考虑平台经济的特征来考察数字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33] ,亟待进一步扩展其内涵。

　 　 (三)总结

近年来,逐渐有学者意识到区分斯蒂格勒式和贝恩式两种形式的市场力量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

的意义,如利亚诺斯(Lianos,2019)提出数字平台经济领域中尤其应重视贝恩式这种排他性的市场力量[34] ,
以及金俭(2023)建议数字平台经济时代的反垄断规制应集中在反竞争力量的这两类实现形式上[23] ,但目

前类似的文献仍然较为缺乏。 有关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针对性研究还有待深入,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

量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如何体现在两种形式下的新变化等问题还需要解答。 本文将围绕数据资源,分
析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市场力量进行斯蒂格勒式和贝恩式的区

分,并提出对应的反垄断监管主要思路。

　 　 四、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在分析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之前,需要考虑前述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的

新变化,从而对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本质进行概念界定。 在数据视角分析数字平台市场力量的基础

上,有必要区分市场力量的两种获得形式,以应对这些特殊的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反垄断监管

难题。 这主要是因为贝恩式市场力量在数字平台企业中更加普遍且潜在危害性较大,若不将其单独强调出

来,容易被传统反垄断监管思路遗漏,而斯蒂格勒式的市场力量也具有新的变化,且二者之间的联系还能带

来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启示。

　 　 (一)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本质

本文基于数字平台企业的属性特征,认为应该用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来界定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

本质,选取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核心———消费者福利———作为落脚点,将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界定为影

响消费者福利的反竞争经济力量。 但相比传统消费者福利的概念,这里的消费者福利内涵更为宽泛。 例

如,整体性消费者福利具体可分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费者福利,前者又包括短期和长期的消费者福利。
其中,短期的即直接的、价格因素的消费者福利,具体指数字平台企业面向用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长期的即间接的且不一定是价格因素的消费者福利,具体指数字平台企业通过影响平台内经营者或其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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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平台企业,最终体现于消费者未来所面对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以及消费选择的多样性上。 数字平

台企业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如图 2 右半部分所示。

　 　 (二)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来源

数据是数字平台企业最为关键的资源,也是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不同于传统企业市场力量的根源所

在。 在多层次竞争的前提下,数字平台企业通过收集、控制和利用海量数据,拥有了对平台内经营者而言的

优势地位;同时,数据也是数字平台企业与特定单个市场内或跨市场的其他数字平台企业竞争的重点,甚至

是形成进入壁垒的一种重要因素。 对于消费者而言,除本身处于数据劣势地位以外,其福利水平还受到数

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通过竞争的多层次性带来的多重影响。 具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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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平台企业特殊性市场力量的形成和影响路径

上述数据带给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影响还会随着企业的扩张而强化。 数字平台企业的扩张通常

与数据紧密相连,大致可以分为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和数字技术投资的扩张两类(图 2)。 第一类扩张的方

向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横向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即不仅能够基于现有数据基础,传导已具备的市场力

量于其他市场,还能够通过进入新市场收集更多互补性数据以扩大优势;另一种是数字平台企业借助数据

优势地位成为平台内经营者,即纵向传导市场力量的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

　 　 (三)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两种形式及新变化

本文将从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和贝恩式市场力量出发,分析数字平台企业这两种形式的市场力量相比

传统企业有哪些新变化。
1. 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斯蒂格勒式的市场力量是指企业能够直接提高或维持自身价格的能力,数字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依靠网

络外部性的正反馈效应等市场调节方式,或产品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技术研发创新等市场竞争方式而获

得,也可以通过合谋等传统不正当竞争手段而实现。 与以往不同的是,数字平台企业可以基于数据优势,辅
之以数字技术,获得对双边用户即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价格方面持续且强大的直接控制力。 具体分析

如下:
(1)数据资源强化数字平台企业对平台内经营者而言的身份优势。 工业经济时代,因交易双方地位不

平等造成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影响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现象便已存在,如今数字平台经济下这一问题更加

明显和普遍,并且产生了新的特征。 当具备平台属性时,企业具有双重身份,即同时扮演经济个体与市场环

境两种角色[35] 。 市场地位的不对等给予了这类企业一定的控制力以及对平台规则的制定权,而这种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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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密切关联之后,数字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便突破了以往单纯的上下游和交易关系,
转而成为以数据为纽带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并不十分平等的关系。 借助数据优势地位,并在数字技术的配合

下,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对平台内经营者施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并进行多方面的限制[36] ,如降低搜索排序、限
制宣传范围等,最终向平台内经营者索要高昂的平台使用费或广告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数字平台企

业收取的高昂费用,最终会体现在消费者面临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上。
(2)数据与算法的结合为数字平台企业攫取消费者剩余提供基本条件。 虽然理论上讲,企业合谋,如成

立卡特尔组织总会因成员关系不稳固而瓦解,因此类似的企业合谋通常被认为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现实中

以及实证研究中依旧能够发现企业间的合谋关系具有一定稳定性,即使在严苛的反垄断法律法规下,相关

行为也未能实现有效的收敛。 如今,在数字平台企业掌握大量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情况下,借助

算法等大数据技术,数字平台企业引导下的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合谋达到了新的高度,包括信使场景

(messenger
 

scenario)、中心辐射式场景 ( hub
 

and
 

spoke
 

scenario)、 预测型代理人场景 ( predictable
 

agent
 

scenario)、电子眼(digital
 

eye)等,从简单地利用技术辅助延伸人为操纵意志,到无须制定共谋协议、借助平

台算法默许共谋,逐渐超越了以往的共谋情境,在威胁性加强的同时,又因其隐蔽性而容易逃脱反垄断机构

的监管[37] 。 当平台内经营者达成价格合谋后,数字平台企业又可以通过数据和算法监控卡特尔组织成员的

实际行动,以维持共谋的稳定,进而获得对价格的持续性控制力。
在数据资源被数字平台企业所占据的基础上,“市场化的手”是否会被“数字化的手”所替代,即经济的

驱动力是否会逐渐被算法替代也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初期,数字平台企业通过提

供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场所汇聚多边用户群体进行比以往更自由、更广泛和更直接的交互和匹配,与一般的

传统企业相比缩减了众多中间环节、流程及成本,实际体现出去中介化的特点。 但随着数据要素的汇集、分
析和使用,以及算法、算力的不断发展,又出现新的再中介化的趋势。 在平台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法算力

支撑下,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于用户而言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基于用户数据的个性化匹配可能

会限制消费者潜在选择范围,不利于需求发现与挖掘,而且通过算法进行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会
获得对消费者心理保留价格的超强控制力,即接近对消费者的一级价格歧视。

(3)数字平台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对多主体的直接控制力。 数字平台企业对数字

技术方面的投资扩张,有助于推动其确保和扩大数据挖掘和处理领域的主导地位。 通过对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进行大量且有针对性的投资,数字平台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数据优势,拥有前述两种

情况下对多主体更强的控制力。
2. 贝恩式市场力量

贝恩式市场力量即排他性的市场力量,主要通过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而排斥竞争所形成。 传统垄断行

为的实施需要以市场力量为前提,因此在实际的反垄断案件审理中,使用市场力量作为“过滤器”,确认被告

企业拥有市场力量后才考虑其行为的竞争效果。 然而,贝恩式市场力量是在企业实施排斥竞争行为、实质

性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过程中同时产生的,并不能脱离行为而提前确认其存在。 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中尤

其应重视这种排他性的市场力量,而围绕数字资源所产生的贝恩式市场力量不仅容易被忽略,还会因数据

因素的特殊性引发很多潜在的危害,直接影响创新及动态效率的实现,间接影响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1)滥用数据优势对其他数字平台企业实施排他性行为。 一般而言,数字平台企业突破了一定用户临

界规模后往往存在显著的正反馈效应,大量用户会自发聚集于某些特定平台,虽然这样的网络效应在数字

平台企业之前便已存在,但在利用数字技术捕捉、存储和使用平台上的海量数据后,数字平台企业巩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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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能力远超于以往。 这事实上构成了一定的进入壁垒。 此外,与数据有关的进入壁垒还与企业预

测所需精度有关,即精度要求越高,并且市场上缺乏替代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技术和能力时,越可能形成数

据主导的进入壁垒。 然而,上述进入壁垒在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相关市场上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市场力量

的表现,因此更需要考虑数字平台企业滥用数据优势形成的对互补者,即对下游市场的其他数字平台企业

而言进入壁垒的情况。 因为这种情况不仅会抑制企业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原先在位数字平台企

业自身价值的提高。 数字平台经济下,数字平台企业开发产品或开展业务均需以获取相关数据为前提。 近

年来,在有关滥用数据优势的案件中,原告往往是需要被告数据才能进行核心业务并盈利的一方,但部分大

型数字平台企业借助其在数据收集、分析方面的优势地位,拒绝其他数字平台企业使用其数据,直接导致这

些潜在竞争对手无法进入市场,也即为相关市场设置了进入壁垒[38] 。 以美国领英(LinkedIn)和一家提供雇

员评估服务公司的案件为例,前者在职场社交网络上具有数据优势,后者在前者对其进行数据封锁后,数据

分析与报告等主营业务难以为继,因此起诉至地方法院,最终前者的数据封锁被要求停止。 类似案件还包

括近年来的推特(Twitter)和第三方开发者等。
(2)依托数据优势的纵向业务经营范围扩张对平台内经营者造成排斥。 数字平台企业可能会借助数据

优势地位,介入平台内经营者的竞争之中,将市场力量传导至纵向的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张。 常见的现象如

数字平台企业通过平台提供自营商品和服务,并在搜索位置排序、广告营销等方面存在一些自我优待等行

为[39] 。 近年来,亚马逊(Amazon)多次陷入滥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风波之中,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监管机

构曾多次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其的确存在通过数字平台企业身份捕捉市场变化的动向,并借此进行自

身产品开发、定位决策,将平台内经营者产品销量等数据加入自身销售线等行为。 各国对数字平台企业滥

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行为逐渐提高警惕性。
(3)数据驱动的跨界扩张容易对具有创新性的潜在进入者造成进入壁垒。 本文认为数字平台企业跨界

扩张包括数据驱动的扩张和创新驱动的扩张,如图 2 所示。 前者主要是指为了发挥现有数据优势并进一步

获得互补性数据、提升数据利用价值而纷纷创造条件跨界进入新市场的行为,后者主要是依靠商业模式创

新、技术创新等进入新市场的行为。 因此,以数据驱动为主的跨界扩张往往仅能进一步发挥数据的网络效

应、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并不能有效提升除静态效率以外的动态效率,还可能因为数据驱动对创新

驱动存在的挤出效应而降低动态效率。
数字平台企业有依靠数据驱动来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倾向。 近年来,数字平台企业中多个巨头企业通

过烧钱、压价、补贴争相涌入社区团购,但由于缺少商业模式的创新探索,仅是恶性竞争与内耗,这样的“补

贴战”迅速被叫停。 事实上,这些通过交叉补贴跨市场传导市场力量的行为,本质上是由数据驱动所导致

的。 为了获取更多的数据,进一步巩固数据优势地位,一些数字平台企业不将重心放置于创新驱动,而是靠

市场间的交叉补贴来获得进入新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影响潜在的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新进入者进入。 此外,
在位数字平台企业还可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收购创新性的新进入者以完全消除竞争威胁,但收购后却并不

一定会延续已有的创新行为,从而影响动态效率的实现。 与传统投资和并购不同,超级和大型的数字平台

企业除资金投入外,还能够借用其他投资机构所不具备的数据优势,对其他数字平台企业施加压力。 “掐尖

式收购”在数字平台经济中越发常见,超级和大型的数字平台企业经常将目光聚焦于创新能力强、引领市场

发展新方向或者对其现有业务构成潜在竞争威胁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抗拒不了巨头企业提供的低廉或免

费的数据接入服务,会主动寻求被收购,且当面临巨头企业在数据霸权下的“降维打击”风险时,中小创新企

业大多被迫接受并购。 总之,在位数字平台企业在扩张战略中逐步收购具有创新性的新进入者会影响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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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升。

　 　 五、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主要思路

本文通过对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进行斯蒂格勒式和贝恩式的区分,为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提

供启示,以及在事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事前监管提供理论依据。 具体来说,对于贝恩式市场力量,应主要

采用事前监管的方式,而对于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应采用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鉴
于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根源在于数据,事前监管无论应对市场力量的哪种形式均应从数据领

域入手。

　 　 (一)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陷入困境的原因

难以衡量和证明数字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是其反垄断监管困境的根源所在。 面对着传统的市场界定

与市场力量测度的失灵,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重点应回归基本问题,即数字平台企业的市场力量

本身。 事实上,当前数字平台企业对整个市场环境的巨大影响以及平台乱象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反

垄断监管中忽视了数字平台企业的贝恩式市场力量,从而造成当前的反垄断监管力不从心。
斯蒂格勒式的市场力量是一直以来被法院所强调的经典市场力量类型,而贝恩式市场力量却容易被忽

略。 虽然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存在能够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加了成功行使贝恩式市场力量的可能

性,但实现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对于实现或行使贝恩式市场力量并不是必要的。 法院通常将市场力量(其

实就是指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作为“过滤器”,之后才评估企业具体行为的反竞争效果,这样的反垄断执法

程序其实暗含着认为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是贝恩式市场力量前提的错误观点,从而导致贝恩式市场力量被

忽略[24] 。 由于贝恩式市场力量产生于排斥竞争的行为之中,认定反垄断行为前将市场力量作为门槛,只能

在被告企业已有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而对于尚未拥有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企业却

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其逃脱反垄断审查。 然而,数字平台企业的贝恩式市场力量在数据因素的作用下变得

更加普遍、影响力更大,并且还会促进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形成,即利用提高竞争对手成本、排斥竞争的

策略而间接实现自身价格提高或维持不变之后,企业未来可能进一步直接提高价格[25] 。 因此,忽略贝恩式

市场力量会带来较大的危害性。
此外,对于数字平台企业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评估和证明方法同样落后,而难以准确评估这一市场

力量会进一步加大疏漏贝恩式市场力量的风险。 因为如果准确评估出斯蒂格勒式的市场力量,就能够一定

程度上将已有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且行使贝恩式市场力量的企业纳入反垄断监管范围内。

　 　 (二)采用事前监管的方式应对贝恩式市场力量

如前所述,对于贝恩式市场力量应该直接关注于企业实质性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能力、排斥竞争的效

果以及可能的后续提高或维持价格的能力,而不是继续提前使用市场力量作为反垄断分析的“过滤器”。 对

此,可以采用事前监管的方式来加强对贝恩式市场力量的监管,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用于市场力量

“具备不违法,滥用才违法”的反垄断基本价值判断,因为其形成和具备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贝恩式市

场力量是不能独立于排除竞争的行为之前而进行评估的,正是排除竞争的行为才创造出这样的市场力量,
具备此类市场力量的同时就有滥用市场力量的可能。 因此,应该采用公平的事前监管的方式来缓解贝恩式

市场力量在传统反垄断执法中的矛盾,通过有效的事前监管,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创新和维护

消费者整体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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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监管需要确保监管对象针对所有数字平台企业,监管力度也应一视同仁,坚持从垄断势力出发进

行监管,不应过多考虑市场份额大小,从而平等、公平地推进数字平台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在合理约束干

预行为和力度下,对数字平台企业垄断势力进行事前监管并不代表“强监管”;相反,这正是为了防止使用结

构拆分、巨额罚款、行为禁止令等事后补救措施,以避免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动力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

济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事前监管还可通过明确监管规则和设置激励制度促进数字平台企业加强自我约

束。 事前监管的目的并非处罚,而在于明确平台行为规则,通过增强监管的规范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提
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并且指导数字平台企业通过自我治理从而实现合规经营[32] 。

1. 审慎推进平台开放与数据互联互通

在显著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网络效应下,数据互联互通和平台开放可能是最优的监管方式。 通

过数字平台市场的互操作性,能够缩小平台巨头与其他中小数字平台企业的数据优势差异,降低由于数据

霸权导致的进入壁垒,赋予现有竞争对手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以及新的市场进入者加入平台和竞争的能

力。 因此,应推动平台市场中的公平的互操作性,禁止主导平台自我优待和对不属于主导平台商业生态系

统的经营者的歧视,整体上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与平等进入的条件。 在数据治理和立法上,欧盟于

2020 年底发布的《数字服务法》草案对于数据共享、平台开放提出更高要求,并已于 2022 年 1 月经欧洲议会

高票通过。 美国的《美国创新与在线选择法案》和《开放应用市场法案》同样于 2022 年 1 月得到审议通过。
中国于 2021 年 9 月召集头部平台企业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这标志着中国在推进平台

互联互通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在推动平台开放、数据共享时,应注意到强制平台开放可能会严重打击其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因此需

要有选择的、有范围的开放。 具体而言,数字平台企业对于依赖其数据在下游市场开展业务的经营者,拒绝

其数据访问申请会影响下游市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并排除下游市场的有效竞争,即数字平台企业垄断势力

向下游市场的传递,对此类情况应做到一定程度的开放与共享,但同时需要做到合理计费。 对于与数字平

台企业进行直接竞争的领域,解除平台封禁和数据互联互通更应慎重,因为监管目标不在于营造出同一领

域竞争者众多的市场结构。 数字平台企业的各种特性决定了单纯竞争者的增多对其行使垄断势力的威慑

力并不大,如孙震等(2021)发现线上商品跨平台价格离散问题不会因为平台数量增多而改善,反而数字平

台企业会因平台竞争加剧,强化自身针对消费者特征而进行的市场分割策略,使得跨平台的价格离散进一

步增加[40] 。 还有学者指出,数字平台企业面临直接竞争时,拒绝对手的数据使用并不会实现垄断势力的非

法传播,甚至这种拒绝使用是正常竞争秩序下的合理行为[38] 。 总之,应审慎推进平台开放与数据互联互通,
制定合理计费标准、划定合理开放共享范围并注重数据安全。

2. 防止滥用平台内经营者数据及相关自我优待行为

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不仅需要跟随数字平台企业数字技术的发展步伐,建立健全监管技术

体系,实现数据监管能力的升级,而且还需要引进技术人员和设备,了解数字平台企业采集、处理、分发数据

的机制,运用技术监管工具来应对数字平台企业滥用数据的灵活性和隐蔽性。 用“技术”解决“技术”,真正

提高事前监管的有效性,使得数字平台企业无法滥用大数据技术窃取平台内其他经营者数据而实施自我优

待,从而维持平台内经营者这一层次的可竞争性,进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3. 警惕数字平台企业并购行为

反垄断机构应敏锐观察以数据合并为本质的并购案,制定针对数据市场并购的审查规则与标准。 数字

平台企业为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具有追求数据的天然动机,数据的重要性使得企业间对数据的争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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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激烈,而并购是数字平台企业获取、整合数据资源的最有效、快捷的方式之一,但传统反垄断理论却难以

有效审查数字平台企业以强化数据独占优势相关的并购行为。 现实中,脸书(Facebook)收购社交平台瓦次

普(WhatsApp)被认为是互补性数据合并的代表性案例。 随着数据合并的风险逐渐被各国所认识,相关事前

监管也随之展开。 中国叫停虎牙斗鱼合并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预防两家公司合并后增强数据垄断优势而

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也成为中国互联网领域并购禁止的第一案。 因此,应改变相关并购审查考虑营收规模

而不考虑交易价值的现状,并增加实质性的竞争评估审查标准,尽可能地将以数据合并为本质的重要并购

交易纳入竞争审查范围之内[41] 。
同时,应警惕超级和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据霸权进行的投资与并购行为,尤其是“掐尖式收购”,其

对于动态效率具有很强的危害性,需要对新生的中小数字平台企业进行一定的保护。 此外,当下还存在平

台巨头对大部分企业进行战略投资的现象,这看似不谋求控制,但实际上是这些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据霸

权、用户基础等形成的巨大影响力间接地达到控制的目的,并借此形成更庞大的生态体系。 因此,应警惕数

字平台企业的战略投资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需要进一步调整申报门槛,适度开展针对超级或大型数

字平台并购案的事后调查[42] ,以及积极开发并购后评估社会福利影响的新工具,提高执法机构的经济预测

能力[43] 。

　 　 (三)采用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数字平台企业的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本质上还是一种经典的市场力量形式,因此只需要在传统的反垄

断监管体系下进行适当的改变,监管方式也应从事后监管为主调整为事前和事后监管相结合。
1. 事后监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依旧可作为对数字平台企业反垄断分析的“过滤器”,在确认数字平台企业存在此

类市场力量后再对涉嫌垄断的行为进行评估。 但是在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认定上,应适度绕开相关市场

界定难题,弱化对市场结构的考察。 虽然强调市场结构对反垄断重要性的新布兰迪斯主义逐渐崛起,但本

文认为数字平台经济下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具有技术和经济上的必然性,这是由交叉网络外部

性、规模经济等带来的。 数字平台经济除具有强化垄断的属性外,同时也有强化竞争的态势,逐渐呈现出竞

争性垄断的市场结构[44] ,即使是单一寡头竞争性垄断结构也并不一定妨碍竞争效率[45] ,因此市场结构与斯

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关系在弱化,不能因市场份额等结构性因素而简单认定存在市场力量。 此外,数字平

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独特性还在于,即使是市场份额较小的企业,也不能排除其存在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

可能,说明市场结构对于竞争政策和反垄断监管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 对于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分析,
勒纳指数等成本收益关系的衡量方法也因数字平台企业的成本结构及定价结构复杂而不适用。 因此,应继

续创新对于此类市场力量的评估方法。
2. 事前监管中应注意的问题

仅凭事后补救措施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平台企业在数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抽象、隐蔽、复杂的垄断行

为,传统被动的执法手段无法遏制数字平台企业的恶性竞争[46] ,因此同样有必要针对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

引入事前监管。 除了迷惑性强使得反垄断监管机构在短时期内难以识别并作出有效处罚外,如果数字平台

企业实施垄断行为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事后处罚的可能性与惩罚带来的损失的乘积,则事后监管对其威

慑性过低就无法真正规范数字平台企业的行为。 现实中,多国试图通过直接规定数字平台企业义务的方式

来推动事前监管。 例如,欧盟 2020 年底在《数字市场法》中首次引入的“守门人”制度,即直接按照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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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月活跃用户数以及面向的国家数量来划定哪些平台属于“守门人”这样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并规定

其应遵守的义务。 美国于 2021 年 6 月提出五项重要立法草案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治理对象而言,其与欧盟

所提的“守门人”有相同之处,同样是借用一定的用户规模和市值标准将想要针对的苹果( Apple)、亚马逊

(Amazon)、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纳入治理范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1 年 10 月公布了

《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用

户规模、业务种类以及限制能力,将数字平台企业划分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三级,在借鉴欧盟

做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分级别的考量,除要求超级平台履行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数据管理等

责任,也要求其余平台承担一定的主体责任。
对于斯蒂格勒式市场力量的事前监管,应该将重点放置于防止数字平台企业与数据相关的对用户直

接的不合理控制力,并把握好平衡。 比如,应注重隐私政策的制定、防止数据过度采集。 为防止隐私数据

被过度采集,应对数字平台企业隐私政策的制定与公开程度进行监管,要求企业明确个人数据采集规则,
禁止企业未经允许或在不清晰告知的情况下窃取数据或诱导消费者暴露隐私,禁止通过强迫用户登录及

使用其他相关服务进行个人数据合并等行为,禁止企业越权访问或操作无权数据。 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

使用面临一个度的问题,数据如果完全被禁止在狭小范围内,其价值开发会严重受限,从而削弱数字经济

的本质活力,而对隐私数据的滥用则会触及法律底线,这使得对数据的属性与分类成为隐私数据保护的

前提。 此外,应寻求平台高效匹配功能与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危害之间的平衡。 作为全球范围内网络

销售、生活服务类等数字平台市场竞争最为激烈,并且已经进入产业互联网下半场的国家之一,中国对平

台算法这一具体领域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更为明显地体现出存量竞争逐渐取代增量竞争、社交时代的去

中心化逻辑也逐步转变为算法时代再中心化逻辑的特点。 总之,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诱导沉迷等基于

算法的不合理应用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存在于超级或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在中小数字平台企业中也同样

存在。 针对此类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并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实施。 然而,涉及算法的

监管十分复杂,以大数据杀熟为例,即使监管机构要求数字平台企业将购买次数信息从算法中去除,企业

也可以从其他众多相关信息中推导出这一信息,依然能够了解每个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从而进行杀熟

行为;若要求数字平台企业去除大部分消费者信息以确保杀熟行为的不可行,这又将回归到传统水平,无
法体现数字平台经济的技术与效率优势。 因此,如何寻求平衡点,在保证数字平台高效运行的同时保护

消费者权益应是未来监管关注的又一方向。 此外,普通的监管方式已难以适用,需要监管技术的创新以

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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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ecosystem
 

dominated
 

by
 

large
 

enterprises
 

and
 

the
 

emerge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frequent
 

disruptions.
 

As
 

the
 

core
 

of
 

antitrust
 

lies
 

in
 

market
 

power,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market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in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analysis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judiciary
 

agree
 

that
 

market
 

powe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ntitrust
 

analysis.
 

In
 

practice,
 

market
 

power
 

is
 

first
 

identified
 

but
 

then
 

largely
 

ignored
 

in
 

the
 

analysis
 

of
 

suspected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leaving
 

many
 

fundamental
 

issues
 

unresolved.
 

However,
 

scholars
 

began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tiglerian
 

market
 

power
 

and
 

the
 

Bainian
 

market
 

power
 

for
 

the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b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needs
 

to
 

be
 

deepened.
 

Therefore,
 

the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market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around
 

data
 

resources,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both
 

market
 

power
 

based
 

on
 

existing
 

studies,
 

and
 

to
 

propose
 

the
 

main
 

ideas
 

of
 

antitrust
 

regulation
 

accordingl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arket
 

power,
 

the
 

specific
 

market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created
 

by
 

data.
 

Second,
 

this
 

market
 

p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the
 

Stiglerian
 

market
 

power
 

and
 

the
 

Bainian
 

market
 

power,
 

corresponding
 

to
 

the
 

ability
 

to
 

directly
 

control
 

their
 

prices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e
 

competitors ’
 

costs.
 

In
 

particular,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can
 

build
 

on
 

their
 

data
 

advantages,
 

complemen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ain
 

continuous
 

and
 

robust
 

direct
 

control
 

over
 

the
 

price
 

for
 

bilateral
 

users,
 

namely
 

platform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Third,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inian
 

market
 

power
 

generated
 

around
 

digital
 

resources.
 

It
 

is
 

not
 

only
 

easy
 

to
 

be
 

neglected,
 

but
 

also
 

causes
 

many
 

potential
 

hazards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data,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
 

and
 

dynamic
 

efficiency,
 

and
 

indirectly
 

affects
 

the
 

Stiglerian
 

market
 

power.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oth
 

forms
 

of
 

market
 

power
 

help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inadequate
 

app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titrust
 

regulation
 

in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further
 

clarify
 

the
 

current
 

thinking
 

on
 

antitrust
 

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ex-ante
 

and
 

ex-post
 

regulation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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